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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刘 宗 迪

摘　要：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

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

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

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

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

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

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

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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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为古史传说中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古人论华夏道统，往往“三代”并称，而夏
居其首。夏的历史，关乎华夏历史的起点，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现代古史学、考古学挥之不去的热
点话题。

据古书记载，山西河、汾之间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间则为“有夏之居”，故自来考夏地者，最
关切两处地方，一为晋南，一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说，出自《逸周书·度邑解》，牵扯伊、洛地名
的变迁和牧野之战的地理，头绪纷繁，请俟另文详论。河东“夏墟”之说，本自《左传》晋祖叔虞封于夏
墟的记载，而为汉晋间学者所祖述，至今犹为考古史者引为典据，深信不疑。然而，详考此说源流，其
中实隐藏一巨大的误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关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础和华夏历史的空间起点，不得不为之详辨，故笔者不揣浅
陋，略布管见，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河东夏墟

河东夏墟，其说本自《左传》的三处记载。其一，《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郑国子产赴晋聘
问，为晋侯说晋祖叔虞所封唐地的掌故云：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
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
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其意谓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二叫实沈，两兄弟天天打架，高辛氏不得不将兄弟俩分家，
让阏伯住在商丘，让实沈住在大夏，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辰星即心宿，又称大火星，属东方七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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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西方天文学的天蝎座；参星属西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猎户座。两宿分居东、西，各主春、
秋，心宿升起时则参宿降落，参宿升起时则心宿降落，两个星宿此起彼伏，永不相见。高辛氏命他的
两个儿子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意味着这两个冤家对头从此天各一方，不复来往。后来，阏伯所居的
商丘被商人继承，实沈所居的大夏则为唐人继承。唐国末世，其君叫唐叔虞，当时，周武王的王后邑
姜怀上了孩子，梦到上帝给他腹中胎儿起名曰虞，并许诺将唐国的地盘赐给此子。婴儿降生，果然手
心里写着一个“虞”字，因此，到武王之子成王时，灭了唐国，把其地封给兄弟叔虞，叔虞就是后来晋国
的祖先。由于商人继承了阏伯的商丘，而阏伯主祀辰星，故商人也主祀辰星，晋人占了唐人的地盘，
而唐人主祀参星，故晋人也主祀参星。———由子产所述这段掌故可知，晋国的祖先叔虞初封之地原
为唐国的地盘，唐国在大夏，唐为国名，大夏是地名。

其二，《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大夫祝佗赴召陵之会，因为诸侯排座次发生争执，祝佗为周大夫弘
苌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列举晋祖唐叔受封的财产、族姓和土地云：“分唐
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
索。”祝佗称唐叔受封之地为“夏虚”，并云唐叔所行为“夏政”，这也是“夏虚”一语唯一一次见于先秦
古书。《左传》的这两处记载，正相呼应，子产所谓“大夏”，自然就是祝佗所谓夏墟之所在。

其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荀跞赴周会葬，籍谈为介，周景王求彝器于晋人，籍谈答以晋居
深山，戎狄为邻，远于王室，拜戎不暇，无器可献。景王历数王室赐晋之器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也。……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
戎狄。”所言唐叔所受器物，与《左传·定公四年》合，所言唐叔封地，“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则与昭公
元年、定公四年呼应，所谓“参虚”，亦即“大夏”或“夏虚”，因唐居大夏而主参，故又称其地为“参虚”，
参虚亦即夏墟。

据《左传》所言，叔虞封于唐，其地又称夏墟，叔虞为晋国开基之祖，则晋之所在，亦即唐和夏墟所
在。晋在河东，则唐和夏墟必在河东，可谓不言而喻。故自司马迁以降，述史者均以唐人、夏人居于
河东。《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
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①显然就是本自《左传》。

由于古书中称尧为陶唐氏，故汉人又以河东为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
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于太原郡晋阳县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
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
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②至晋人皇甫谧综合
古史传记而撰《帝王世纪》，既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又云“（禹）
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夏本纪》集解引）③，可见，以平阳、安邑、晋阳为尧、禹先后所都
之地，汉晋时期已成定论。晋阳县见上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平阳县，
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安邑县，亦见《汉
书·地理志》河东郡，战国时曾为魏国所都，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４９４）改称夏县，“因夏禹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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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
虚，是为虞仲。”《集解》引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索隐》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史记》卷三一，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４６ １４４７页）汉大阳县在今山西平陆县北。此周章弟虞仲所封国即春秋时位于晋南的虞国。《左传》

僖公五年，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即此虞国。据《史记》言，武王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似
表明周武王时晋南即有名为“夏虚”之地。实则，晋人所灭的虞国在洛阳成周北，不在关中宗周北，《史记》云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
虚”，其所谓“周”只能指成周，而不可能指宗周。但周武王居于宗周，其时尚未营建成周，是知太史公此文实据后世地名为说，则其所
谓“夏虚”，亦未必是西周时地名。盖太史公既以叔虞所封唐国在河东，则相信夏墟在晋南，故指认虞国所在为夏墟。

郑玄撰，孔祥军点校：《诗谱》，《毛诗传笺》附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５０６页。
《史记》卷一，第１５页；卷二，第８３页。



为名”①，今其地犹有夏王城。又因为在传统古史体系中，尧、舜、禹三代禅连相传，尧禅舜，舜禅禹，载
于《尚书·尧典》，为古人熟知，尧墟、禹都既然皆在河东，则舜都亦必相去不远，故《史记·五帝本纪》

云：“舜，冀州之人也。”《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皇甫
谧《帝王世纪》则径谓：“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②可见，唐
尧、虞舜、夏禹三代都于河东之说，实为汉晋之际学者所共述，而求其渊源，无非是从《左传》叔虞封于
唐或夏墟的记载孳乳而来。

尧、舜、禹都于河东之说，本自《左传》，且《左传》所载叔虞封于大夏或夏墟的掌故，出自子产、祝
佗之口。子产博学多识，晋侯谓之“博物君子”，祝佗则为卫国司祝，《国语·楚语下》云：“使先圣之后
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
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祝官以祝颂祈祷于山川群神和先公先王为职责，

故必博闻强记、精通古史。叔虞封于夏墟的掌故既为子产和祝佗所述，必非道听途说的传闻或空穴
来风的杜撰。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对于尧、舜、禹皆都河东，大都深信不疑。王国维《殷周
制度论》（１９１７年）有见于上古帝王之都多在东方，古书所见夏人都邑和地名亦率在东土，断定“虞、

夏、商皆居东土”，以东方为华夏古史的渊薮，因此对尧、舜、禹之都独在河东颇感困惑，但古史相承，
无可置疑，为自圆其说，不得不认为河东之都是因洪水之灾而“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
也”③。傅斯年《夷夏东西说》（１９３３年），分上古华夏世界为东、西两大集团，以夏与周为西方民族，夷
与商为东方民族，上古历史即东夷与西夏两大族群交争的历史。傅氏认为“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
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其主要依据即《左传》所载高辛氏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晋祖叔
虞于夏墟的掌故④。傅氏此说对现代古史学和考古学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
方考》（１９３７年）秉承王国维“虞、夏、商皆居东土”说，博引书证，力证夏民族起自东方，驳斥傅氏夏起
于西方说，但河东夏墟久为古人称道，明文俱在，终难抹杀，故不得不像王国维一样，作折中之论，认
为夏虽起于东方，却因洪水之故或其他原因，而在晚年迁往河洛之西，最终亡于河东，此即《左传》河
东夏墟的来历⑤。实际上，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宏论发表之前，早在１９２６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
家李济及其同仁，就已经根据古书中关于河东夏墟的记载，到晋南一带进行“夏墟”调查和考古，１９４９
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长期以夏墟考古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正是在寻找
夏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由于夏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了先机，且在考古年代学上，陶
寺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尧都平阳之说，而陶寺遗址正在古平阳附近，因此就被顺理
成章地指定为尧都。考古学者甚至将陶寺出土陶器上涂绘的一个朱书符号解读为“尧”字，认为即尧
的名号⑥。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东，其说出自《左传》，汉晋学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遗址为之见证，可
谓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余地吗？

然而，正如王国维、杨向奎、沈长云等主张夏为东方民族的学者所指出，不仅古书所言上古帝王
之都均在东方河、济之间，而且古书所见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迹所涉地
理，几乎全在东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只能发生于常遭水患的黄河下游，凡此种种，若以夏为
西方民族，则终无法说通⑦。至于河东地区，则除《左传》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两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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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先秦古书中罕见这一地区有与夏有关的记载，夏墟若果在河东，则古书所见河东的夏代史迹不当
如此寥落①。另一方面，若主张夏在东方，河东夏墟又该如何处置？王国维、杨向奎为自圆其说，以河
东夏墟为夏人因遭洪水暂时西迁而留下的遗迹，凭空立论，并无史料支持，终难让人信服②。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东，是因为《左传》说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为晋国之祖，既然晋国在河东，故
夏墟必在河东，司马迁《晋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传》、郑玄笺《唐风》以及后来的地理书如
《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言尧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无非是据晋国封域而推求③。

前人一味在河东晋国封域寻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国即后来
的晋国所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唐叔所封与后来晋国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唐
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东。

实际上，晋国早期确有迁封之举。《今本竹书纪年》④载，（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
于杜”，叔虞封唐当即在此时。《今本竹书纪年》又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
之”⑤，《北堂书钞》卷一八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⑥，无“唐迁于晋”语，王
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言此语的出处，此句当为古本《纪年》所有。据此可知，晋人在叔虞封唐
不久即由唐迁于晋。

晋国在早期曾经由唐迁晋，有出土文献为证。香港私人收藏一件青铜簋，簋腹内部有铭文四行
２２字，朱凤瀚释为：

４５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现代史学家中，主张夏起于东方者，王国维、杨向奎而外，还有顾颉刚。顾颉刚在早期亦认为禹出自西羌、夏为西方民族，至
其晚年撰著《尚书大诰译证》，则主张夏起于东方，他在此书中除传世文献外，博采金文史料，历考商、周之际东方诸族自东而西的迁
徙之迹，指出：“夏代的文物，现在尚未出土，但即从古典文献中搜集资料，也可以看出夏王朝和熊、盈两族关系的深切。祝融族的首
一姓是己姓，也即是姒姓，而斟是姒姓明见《世本》（《左传》襄四年疏引），是夏亦祝融族人，一也。《郑语》说‘昆吾为夏伯’，有如齐桓、

晋文之于东周，是夏王朝的主要支持者，二也。夏后相失国，依靠斟观、斟寻而生存，三也。汤灭夏时，先伐韦、顾，继伐昆吾，可见韦、

顾、昆吾诸己姓国家都是卫护夏政权的主要力量，四也。这四端，都是夏和祝融族的关系。夏后相为寒浞所灭，赖后缗抚育遗孤少
康，延夏室一线之传，五也。桀伐有缗，获其二女，遂延亡国之因，六也。这二端，都是夏和鸟夷族的关系。夏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
极鲜少，但其荦荦大端者竟无一不与东方这两大族息息相通。……加上《竹书纪年》所记，‘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
黄夷’（均《御览》八十二引），‘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
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以上均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可见夏王朝和东夷的关系何
等密切，往来何等频繁。……近人为了周人自称为‘夏’（例如《书·康诰》的‘肇造我区夏’，《立政》的‘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诗·

周颂·时迈》的‘肆于时夏’），《史记·六国表》又说‘禹兴于西羌’，便以为夏族起源西方，夷和夏是对立的两族。不知道周人自称为
夏，乃是夏为商灭之后遗族西迁的结果。”（《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２９页）顾氏此说，不仅推翻
了他自己早期夏出自西方的主张，而且暗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针对河东夏墟，沈长云先生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左传》定公四年称周分唐叔“怀姓九宗”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怀姓”即隗姓，隗为戎狄之姓，唐叔所领“怀姓九宗”实为戎狄，这说明唐叔所封的“夏虚”，实为戎狄所居，而非夏后氏之
墟，《逸周书·史记》云：“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西夏”云云，可证
其为居于西方的异族，而非三代之一的夏后氏，《逸周书》云唐氏灭西夏，即《左传》唐“因于大夏”之说的来历。叔虞所封夏墟既为异
族所居，则所谓夏墟实与三代之夏后氏无关，故不应据叔虞封于夏墟而断定夏朝立国于河东（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
《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按，周人称“夏”，均指华夏、诸夏或夏王朝，或用以自谓，未见有以“夏”指异族者。唐叔统领戎狄“怀
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其地即为戎狄的地盘，春秋时，齐、鲁、宋、卫、晋、郑间（今鲁西豫东一带）时有戎狄出没，邢、卫二国至为其所
占，但却不能因此认为此地非诸夏之土。周初中国多戎狄，唐叔领怀姓九宗，封于夏墟，意味着当时夏墟附近有戎狄之族居住，唐叔
建国于夏墟，必然要将此族纳入其统治，即所谓“疆以戎索”。

关于叔虞初封的唐国所在，陈槃综合前人之说，考证尤详，然大略不脱旧说崖略，参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撰异》（三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 ５４页。因先秦两汉地志之书均不载河东有名为唐国之地，故叔虞初封之所
在，一直为言晋史者之纠结所在，相关论文有十数篇，诸家虽议论纷歧，要皆不脱河东旧说之轨辙。

自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１９１７年），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不具史料价值，今人多遵其说。然而，近三十年来，

中外学者如倪德卫、夏含夷、班大为、陈力、张富祥、邵东方等学者重新审视《今本竹书纪年》，认为此书虽经后人窜改和增饰，已非汲
冢古本原貌，却与汲冢竹书一脉相承，并非全出于后人的伪撰，其史料价值不可一笔抹杀。参见邵东方：《〈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
析与“今本”真伪之争论（代序）》，邵东方编：《竹书纪年研究（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 １３页。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２、８５页。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八，清光绪十四年万卷堂刻本，第４页ａ。



　　 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①

铭文首字 ，朱凤瀚释为“尧”。“唐”，铭文作“昜”，甲骨文商汤皆作“唐”，故“昜”即“唐”字。铭文末
尾有一族氏符号 ，朱凤瀚指出这一符号见于商晚期金文，认为此尧氏有可能为商遗民，但据器型、

铭文字体及内容，断定应为西周早期器物。器主尧公，当为封于尧地或以尧为氏的贵族，而“姚”传为
尧姓，联系到古书关于尧、舜居河东以及《史记·晋世家》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始称晋侯的记载，

朱凤瀚断定簋铭所称“侯于晋”的唐伯即为叔虞之子燮父，并认为“王命唐伯侯于晋”一语意为周王将
唐伯由旧封地改封于晋地：

　　 公簋的铭文明言唐伯是受王命而“侯于晋”的，根据其他也言及王命某贵族“侯于”某地的
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驻地迁至此受封之地，所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燮父
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旧地，而是其新迁之都。

有此器为证，晋国在叔虞之子燮父时由初封的唐迁至新封的晋，可谓毋庸置疑。据《史记·晋世
家》，成王之弟初封于唐，称唐叔，唐叔子燮称晋侯，晋侯子宁族称武侯，武侯子福称厉侯，厉侯子宜臼
称靖侯，从唐叔至靖侯，凡历五世。其云：“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可
见，在司马迁时，晋国早期列侯的记载已零落无考，大概不仅列侯在位年数，其都城所在也无从详考
了。若如顾炎武所言，叔虞始封之唐在翼城，“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②，则燮由唐迁翼，只是在唐
叔旧封左近挪移，并未出唐叔固有封域，实无待于周王改封国号③。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
晋”，《竹书》云“唐迁于晋”，暗示晋去唐非近，唐、晋非一地，晋在初封的唐国封疆之外，故需周王重新
封地赐号。唐叔之子燮改号“晋侯”，即因迁离故唐、移封晋地而改称。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春秋》《左传》记载了众多古地名，却从无提及晋境有名“唐”之地。《春秋》《左传》中提到的“唐”

地，共有四处：

其一，成周之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周王子朝与敬王争位，王子朝入于王城，单子、刘子攻王
子朝，“尹辛败刘师于唐”，杜预注云：“唐，周地。”此周地在周王城附近，不在晋地。

其二，楚地之唐。《左传》定公五年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楚子使唐狡与蔡
鸠居告唐惠侯”，亦即此唐，杜预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省随州市
西北唐县镇。此唐显然亦不在晋地④。

其三，鲁西之唐。《春秋》隐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预注云：“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
山东省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

其四，齐境之唐。《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
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后来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北燕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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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凤瀚：《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１２页。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间，考古学者在山西翼城和曲沃两县间的天马 曲城遗址发现了数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出土的青铜器
铭文出现了多位晋侯的名字，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晋侯墓地，则晋国封地必去此墓地不远，可证晋国早期封地当在翼城。遗址
出土了一件叔 鼎，属西周早期风格，内侧有铭文云“隹（唯）十又四月，王 ，大 在成周。咸 ，王乎殷厥士，齐叔 以 、衣、车、

马、贝卅朋。敢对王休，用乍（作）宝 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据李伯谦：《叔 方鼎铭文考释》，《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８期）铭文中“ ”，

很多学者读作“虞”，认为“叔 ”即指唐叔虞，进而认为此鼎为唐叔虞自作器，据此断定天马 曲城遗址一带即晋祖唐叔虞初封之地。

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将“ ”等同于“虞”字，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此铭既云“王乎殷厥士”，又云“其万年扬王光厥士”，器主叔 的
身份显然是士，而唐叔虞作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唐国之君，显然不会以士自居，故此器不可能为唐叔虞所作，故不能据以断定翼城
晋都为唐叔虞所封。参见吴毅强《晋铜器铭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７ １０５页）。

《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此“唐”即楚地之唐。



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年，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
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按，西汉唐县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河北的唐，不见于
早期文献，杜预盖据后世地名相同而附会耳。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左
传》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或唐，实因阳或唐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
伯归国，至此而止，随后由燕国迎驾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燕众在唐邑迎
接北燕伯护送归国，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春秋时，北燕
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
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西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此《左传》昭公十二年之“唐”，当即高
唐。此为齐境之唐。

综观《春秋》《左传》所记诸“唐”地，无一在晋境者。唐为晋祖之初封，必为晋人宗庙所在，若其地
在晋都附近，以《左传》记晋事之详，不当对近在咫尺的故国旧都一字不提。可见，唐叔虞所封之唐，
很可能不在晋境，而当求诸晋境之外①。

《春秋》《左传》所记四“唐”中，成周、楚地、齐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
城附近，显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为国名，春秋早期其国犹存，显然不会是成王所灭之唐；至
于齐国之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则成王所灭以封叔虞之唐国，
很可能为鲁西之唐。

商的势力在东方，牧野之战，武王一举克商，但商的东方盟国势力犹存，故武王克商后，立“三监”
以镇压殷商遗民。武王不久去世，成王尚幼，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趁机携三监反叛，周公率师东征，
苦战三年，叛乱始平，《逸周书·作雒》云：“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
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
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
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②古书所记成王
时期周人用兵皆在东方，《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
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
夷，归在丰，作《周官》。……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所言迁殷遗民、伐
淮夷、残奄、迁其君于薄姑，锋芒所向，莫非东土，故太史公总括之曰“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成
王时期为剪除殷商势力，一心经营东方，实无暇顾及对北方晋地的经略。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次“王师灭唐”于伐奄、灭薄姑、伐淮夷、营洛邑、诸侯来朝之后的
成王八年，同年成王命鲁侯、齐侯，迁庶殷于鲁，唐国当在此时被灭，则其地必在东方。经过成王、周
公、召公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商的东方势力被先后剿灭，克商大业才最终完成，其他一些东方小国
则成为齐、鲁的附庸，被纳入了周的统治体系之中。成王灭掉东方的唐国，封其弟叔虞于其地为唐
侯，其用意自与封太公于齐、封伯禽于鲁、封康叔于卫一样，皆为镇压东方殷商残余势力。至成、康之
际，殷商余烬已被彻底扑灭，东方的威胁不复存在，齐、鲁、卫三国的力量足以镇守东土，而在另一方
面，由于成王营建成周，定鼎洛邑，洛邑成为周之东都。康王继位后，移封唐叔虞之子燮于洛邑以北
的晋地，并因此重新赐其号为“晋侯”，其意盖旨在拱卫成周，一为监视聚居洛邑的殷商遗民，二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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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商代青铜器有族氏铭文“唐”，表明唐为商代古国。殷墟卜辞中亦有“唐”地，多为武丁时期卜辞，卜辞曰“呼征唐”“王狩唐”
“在唐麓”“使人往于唐”“唐来四十”“作大邑于唐”，商王在唐田猎，一度驻扎于唐，甚至在唐建筑大邑，唐经常向商王纳贡龟甲，可见
唐与殷商的关系十分密切。另有卜辞云“唐子伐”“侯唐”，商代青铜器中，有一套四件铭有“唐子祖乙”器，唐的首领称“唐子”，或称为
“侯”，可见唐在商代为方国。这一商代的唐国可能就是灭于周初、封于叔虞的唐（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９８ ２９９页）。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３ ２５４页。



御北方戎狄入侵，同时，晋侯与成周分居黄河南北两岸，以南北夹持之势，扼守东方入关通道，守卫位
于关中的宗周王朝①。

成王所灭之唐国当即鲁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数见史书记载的“唐杜氏”的历史得以证明。
唐杜氏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为成王所灭唐国的遗民所徙居。《今本竹书纪年》

谓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国维《疏证》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之言“在
周为唐杜氏”为该条之出处。《左传》原文为：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
对。宣子曰：“昔 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
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杜预注云：“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
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杜，今京兆杜县。”杜预分唐、杜为二国，显系误解，范宣子自承唐杜氏之
后，“唐杜氏”只能是一国或一族之名。杜预在世时，正逢汲冢竹书问世，曾亲见竹书，他说周成王迁
唐于杜，与《今本竹书》合，或即本自汲冢竹书。唐国迁杜，故其后人以“唐杜氏”自称，意谓其族为迁
于杜邑的唐氏，正与后世名门望族言地望，往往标榜以“清河崔氏”“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同理。范
宣子将唐杜氏一族追溯到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可见唐国历史的源远流长。范宣子称唐杜氏“在
商为豕韦氏”，《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韦并为商伯，并称彭祖、豕韦皆为彭姓，可见豕韦
氏旧墟必与彭国相近，而大彭旧墟在今徐州，其地正与鲁国相接。唐杜氏既为豕韦氏之后，则其故土
必去鲁地不远。

范氏之祖唐杜氏出自东方豕韦氏，原居于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蔡墨所述刘累御
龙的传说亦可为证：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
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之后刘累接替豕韦氏之职，为夏后孔甲御龙，赐氏曰御龙氏，后因惧罪迁于鲁县。关于鲁县之
所在，杜预注云：“鲁县，今鲁阳也。”鲁阳指鲁阳县，西汉所立，其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杜注当本自
《汉书·地理志》，《地理志》于南阳郡鲁阳县下自注云：“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然而遍检载
籍，鲁阳县并无“鲁县”旧名，班固之说当系因地名偶同而据《左传》附会②。汉代确有鲁县，见《地理
志》，为鲁国属县，治在曲阜。

蔡墨所言鲁县当然不会是汉代的鲁县。蔡墨为春秋时人，而其所谓“鲁县”，以“县”为名，容易让
人以县制晚起而怀疑《左传》这一段记载的可靠性③。实际上，春秋时，楚、秦、晋国等大国已多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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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之言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杜预
注：“熊绎，楚始封君；王孙牟，卫康叔子康伯；燮父，晋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四国，齐、晋、鲁、卫；分珍宝之器。”燮为唐叔虞之
子，他与吕伋、王孙牟、伯禽并称，三人的封国齐、卫、鲁皆在东方，楚人原本亦居东方，则燮之封国，亦当在东方。据楚灵王此语，可知
燮与齐、卫、鲁之君皆曾参与康王对东方的征讨行动，康王继承周公、成王的东方经略，最终平定东方，东方既平，燮父当在此后由其在
东方的原封地而移封于晋，改称晋侯。前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晋侯筑造宫室，当即发生于移封之后。

鲁阳县非古鲁县，但鲁阳因在鲁山之阳而得名，鲁山之名或与鲁国有关。《春秋》桓公元年：“郑伯请以璧假许田。”《公羊传》

曰：“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许田为鲁国在成周附近的朝宿邑，为鲁侯朝见
周王临时驻扎之所。田邑近许国，故鲁人称之为“许田”，其地属鲁，则当地人当称之为“鲁田”（犹今各省驻京办事处，京城人称之，必
冠以各省之名，本省官员称之，则只谓之为省驻京办）。鲁山即今河南鲁山县，许田在今许昌市，两地相去不远，鲁山或因其临近鲁国
朝宿邑而得名。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认为鲁山县为鲁之初封，故名鲁山，曲阜则为后来所迁，其说无据，不如认为鲁山得名于鲁之朝
宿邑更合乎情理。参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三卷，第５４ ６４页。

顾颉刚先生认为《左传》以鲁县为夏代的县，而夏代不当有县，故怀疑此鲁县乃至整个刘累豢龙的传说都是刘歆为了替王莽
篡汉造舆论而伪窜。按，说刘歆伪窜《左传》，并无实据。《左传》蔡墨谓夏代的刘累迁于鲁县，只是以今地言古事，此为述史之惯例，

并不意味着鲁县为夏代之县，故不当以夏代无县制而否定这段传说的真实性和鲁县的存在。参见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顾颉刚
古史论文集》卷五，第２３１ ２７４页。



秦、楚、晋等大国，吞并小国，其地或与本土悬隔，即设为县，或以为功臣封邑，或设官吏驻守①。———

蔡墨为晋人，他称鲁为“县”，表明其当为晋县，名县为“鲁”，表明其地在鲁，则鲁县当为春秋时晋国设
于鲁国附近的县。

那么，晋国这片位于鲁地、名为“鲁县”的飞地，是何来历？蔡墨云陶唐氏之后刘累“迁于鲁县，范
氏其后也”，意谓范氏祖先出自陶唐氏，鲁县即范氏祖先所居之地，则鲁县之所在和鲁县之来历，可由
范氏的历史求之。

范氏为晋国六卿世族之一，范氏一族出自西周唐杜氏，周宣王杀杜伯，杜伯之子隰叔流亡晋国，

其子舆为晋国理官（执法官），故以“士”为氏，四世至于士会，士会有功，晋先后封士会于随、范二邑，

故称随氏，又称范氏，士会始任正卿，即范武子，范宣子士匄为范武子之孙②。范氏因封于范而为范
氏，范邑在今河南省范县东，与山东省梁山县毗邻，《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即此范邑，

西汉置为范县。

顾栋高认为士会封范邑，当在晋人灭赤狄之族潞氏（《春秋》宣公十五年）、甲氏和留吁（《春秋》宣
公十六年）之时③。范在齐、卫之间，西周和春秋早期当属于卫。《春秋》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
卫。”狄灭卫，卫人迁于曹。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
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④可见侵占卫地的狄人为留吁一族，范邑亦当在此时沦入留吁之手。晋灭
甲氏、留吁之役，士会为主帅，《左传》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

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范邑当在此时归于晋人之手，士会
封范邑，当即在此时。范邑在今山东梁山县，其地在齐、鲁、卫之间，与晋国本土相去甚远，或认为春
秋中叶晋人拓地当不至于此，故怀疑士会所封非此范邑。其实，范邑为范氏封邑，《左传》即有明证。

据《左传》记载，鲁定、哀公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因权争失败逃到齐、卫之间的范邑，可证士会所封的
范邑必即今梁山县的范邑⑤。不过，顾栋高认为晋国在灭狄人潞氏、甲氏、留吁后，原属卫国而被狄人
所占的土地悉归于晋，这意味着晋境拓地至于位于齐国西境，却未免夸大了当时晋国的疆域。卫国
在鲁僖公三十一年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后，终春秋之世，一直都于帝丘，介于晋、齐之间，若果
如顾氏之说，晋人在春秋中叶即辟地至齐国西境，将置卫国于何地？实际上，春秋中叶晋国虽然不可
能拓地至梁山境，却不妨在此地占有一片飞地，以当时晋国的势力及其与鲁、卫、宋诸国的结盟关系，

晋国完全有能力乘扫灭赤狄之机，在齐、鲁、卫、宋之间占据一片飞地，封给像范氏这样的强族而据为
己有。范邑不与晋境接壤，这一点由《春秋》定、哀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在晋国权争中失败而逃到范
邑孤守并得到齐、鲁、宋、卫诸国的鼎力支持即可看出。正因范邑为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的飞地，且
近齐国，故后来为齐国所并。

范邑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而范武子接受其为自己的封地，想来正跟此地原本就是范氏先祖的
发祥地有关。士会率师灭赤狄之后，晋国封范氏于此，对于晋国，是在东土齐、鲁、宋、卫之间扎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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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第４４页；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顾颉刚古史论文
集》卷五，第２３１ ２７４页。

《国语·晋语》载范宣子与大夫和氏争田，问计于家臣訾祏，訾祏对曰：“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
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

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据訾祏之言，范氏受封范邑，是在范武子时。《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谓
唐杜氏之后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范武子），食邑于范氏，当即据《晋语》为说。

顾栋高：《范为士会封邑考》，《春秋大事表》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９７ ２１９８页。
“赤翟王留吁”，“留吁”二字，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为“ ”，简文前一字从屮从古文“酉”，后一字从虎

从口，《春秋》宣公十六年云：“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杜预注：“甲氏、留吁，赤狄别种。”留与酉、吁与虎，音并相通，“
”当即“留吁”。参见张晶颖：《清华简新见文字现象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５年，第４８页。

《左传》定公十四年，“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哀公元年，“齐侯，卫侯，会于干侯，救范氏也”；哀公二年，“秋，八月，齐
人输范氏粟”等，即记其事。



个据点，藉之可以牵制齐国，而对于范氏，则是荣归故土、光复旧物，范武子之孙范宣子炫耀范氏家世
历史悠久，死而不朽，盖即缘此而发。

《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前５１３）晋史官蔡墨称范氏所居为鲁县，是在鲁宣公十六年（前５９４）士
会率晋师灭留吁之后，蔡墨所说的鲁县，当即指范邑。“县”者悬也，因范邑与晋境悬隔，其地近鲁，故
谓之“鲁县”。———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时代楚、晋等强国的县，大都是灭亡小国之后改组而成，故多
位于各国边地，县的长官尽管由国君任命，但任命的依然是势力强大的世族，因此，春秋时期的县既
是国君的直辖地，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世族的私属领地①。范邑其地，“范”当为其旧名，因其为士会一
族所世袭，故士会一族得以“范”为氏，因其在名义上属于晋国国君的直辖地，而其地在鲁，故得称为
“鲁县”。

综合《左传》关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记载，可见范氏确为源远流长的古国旧族，范宣子以“不
朽”标榜其族，可谓名副其实。范氏为唐国之后，据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迁居之地，又足以证明范
氏祖居鲁地，鲁地原有唐国。据此可以为唐国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变迁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唐
国原为东方古国，春秋时位于曲阜以西今鱼台县的唐邑当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时，周公东征商奄，
唐国亦同时被灭，周迁其遗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为唐杜氏；周成王将鲁地的唐国故地封给叔虞，
称为唐叔，是为周初的唐国；周康王时，东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晋，是为晋侯；周宣王杀唐杜氏
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晋国，四世至于士会，鲁宣公十六年，士会率师伐灭占据卫土的赤狄，晋
封士会于卫土范邑，以继唐国之后②，故称范氏，而晋人则称其地为鲁县。唐国，这一东方古国的香
火，竟借去而复归的范氏一脉而得以延续。

西周覆亡，周社东徙，居于杜邑的唐杜氏并未随周东去，而是留在关中。又过了数十年，至秦宁
公三年（前７１３），唐杜氏才被秦所灭，《史记·秦本纪》云秦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
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则“荡社”当作“汤杜”，
“汤”“唐”通，“荡杜”即唐杜氏。据此，唐杜氏之国又称“亳”，杜主则称“亳王”。《史记·封禅书》记述
雍地诸祀云：“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据上下文，
“社”显然亦系“杜”字之讹，《索隐》引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③杜亳
亦即唐杜。“唐杜”之称“杜亳”，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亳”为汤都之称，商起于东土，汤亳也只能在
东土，杜伯之国称“亳”，或是周初唐国迁杜时由东方故土携来的旧名，或者是周人东迁洛阳之后，杜
主意图拥兵复国（故自称为“亳王”），因以其故土旧都之名命名其国。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
唐国与亳的关系甚为密切。综合以上所述，不仅可以证明唐国在鲁，亦说明亳在鲁。实际上，曲阜有
亳社，屡见《春秋》《左传》记载。社为土地之象征，社之所在，即封土所在，曲阜有亳社，即足以证明曲
阜为亳之故土，至于曲阜之亳是否即为商汤所都，则另当别论④。

明白了叔虞所封的唐国原在鲁地，有助于我们理解晋公盘铭文关于唐叔封地的说法⑤。晋公盘
系某代晋公为嫁长女孟姬于楚国所作媵器，开头一段追述始祖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天下而因功受封：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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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增渊龙夫：《先秦时代的封建与郡县》，《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８７ ３６６页；杨宽：《春
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杨宽古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１ ７６页。

范县在鱼台县（春秋时唐邑所在）西北二百里左右。
《史记》卷五，第１８１页；《史记》卷二八，第１３７６页。“杜”“亳”二字间不应点断。
《古本竹书纪年》谓商王南庚居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奄为商人旧都，故

商人迁殷后，奄地犹为商人势力范围，称为商奄。武王克商，未及灭奄，武王死后，三监畔周，商奄作乱，周公东征践奄，商奄遗民则归
于鲁，《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既曾为商奄所宅，曲阜的亳社当即商亳。

晋公盘与见于清人著录的晋公 为同时所作，铭文相同，盘铭更为完整，郭沫若、杨树达、唐兰、李学勤等人对 铭皆有论考。

晋公盘系近年因盗掘而流失海外的新出土文物，２０１９年追回。晋公盘铭文，见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０８ ３１２页。



丕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①

唐公即唐叔虞。该文中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为丕廷，一为京师。
“广辟四方，至于丕廷”，意为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四方，至于丕廷这个地方。“丕”训大，“丕廷”即

“大廷”。“大廷”为地名，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等都认为即史书所载大庭氏之国②。《左传》昭公十八
年载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发生火灾，“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云：“大庭氏，古国名，

在鲁城内。”叔虞随武王征伐所至的大廷，当即鲁地的大庭氏。

铭文接着说“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封唐公于“京师”，则“京师”所在，当即“夏墟”。
“京师”所指，释者所言不一。京师为周王封叔虞建国之地，显然不会指周京③。“京师”原文作“京
”，甲骨文中常见地名后缀以“ ”字的用法，铭文“京 ”盖指名为“京”的高阜之地。上文云“至于丕
廷”，丕廷（大庭氏）在鲁，而周时鲁地附近正有名“京”之地。《诗经· 风·定之方中》云：“升彼虚
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传》云：“《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

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所言即《春秋》闵公二年狄入卫、卫人迁曹之事。漕即曹，在今山东
定陶县。诗所谓“楚”“京”“景”皆丘墟名，《水经·济水注》云：“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北径己氏
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径楚丘城西，
《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丘亭。杜预云：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
处曹邑，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即《诗》所谓‘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④景
山、楚丘均在定陶附近，春秋时属宋地，楚丘在今成武县，成武县在曲阜西南二百里。《水经注》虽未
言京山所在，但京山必在曲阜、成武之间。成武以东百余里，即为今鱼台县，其地春秋时名为唐，如上
所述，此唐当即叔虞所封之唐，即周人所灭唐国所在。然则，晋公盘铭文所言叔虞初建国之“京师”，

盖即《 风》之京，其地在今成武、鱼台之间，可证叔虞所封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⑤。

三、三星在天
《史记·封禅书》关于唐杜氏的记载还说明，这一由鲁地迁于关中杜邑的唐国，与《左传》所载成

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两者皆主参星之祀。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整顿祀典，谓“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索隐》云：“寿星，盖

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⑥寿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图中的船底座α星
（Ｃａｎｏｐｕｓα）。老人星非常明亮，为全天恒星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视星等 ０．７２），不过，老
人星尽管明亮，但赤纬甚低（当前赤纬为 ５２°４１′４４″），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很难见到，

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几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正因为老人星只能见于正南
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现，故古人据其出现的方位以定南极，从而名之为“南极老人星”。后世称
寿星神为南极仙翁，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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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释文参考张崇礼《晋公盘铭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吴毅强：《晋铜器铭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５０页。

铭文“京师”，李学勤认为指宗周镐京，“武王命唐叔宅于镐京，事在封唐之前，也与分封无涉”（李学勤：《晋公 的几个问
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既称“唐叔”，则显然是在封唐之后，而宗周为周王所居，不可能再封叔虞
于其地“君百姓作邦”，李氏之说必不可通。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４页。

１９５７年山东长清县南兴复河北岸出土９９件商代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带“京”字徽铭的铜器。另外，《山东金文集存》收入有
同样“京”字徽铭者六件，其中一件注明为“民国十六年丁卯济南出土”，其余五件“虽不详其出土何处，以锜铭校之，自是一家眷属
也。”高广仁、邵望平认为“京”可能在济南一带立国（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８
页）。鲁西因地处黄河下游，水灾频发，故先民多丘居，丘名亦即国名。《 风·定之方中》的“楚丘”为楚墟所在，与之并列的“京”很
可能就是京国的古墟。长清发现带“京”字族徽的青铜器，说明京国离长清不远。

《史记》卷二八，第１３７５ １３７６页。



老人星的出没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老人星赤经（当前赤经为６ｈ２４ｍ）与太阳赤经相差约９０°，
这决定了老人星只有在每年的春、秋分前后，在太阳升起之前或降落之后才能看到，也就是说，春分
前后，当黄昏之际日落西山时，老人星正好升起，秋分前后，在拂晓之际日出东方之前，老人星也正好
升起，而在其他日期里，当老人星升起时，太阳或尚未降落，或已经升起，老人星的星光被阳光所掩而
无法见到。正因为在北方中原地区，一年当中，只有在春分之夕和秋分之晓这两个时间点才能看到
老人星，因此，根据对老人星的观察，不仅可以据其所在方位定南极，为辨方正位确定基准，还可以据
其出现的时间判断春、秋分二仲的日期，为观象授时提供节气基准。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老人星出没
的这一规律性，所以古人非常关注对老人星的观察。由于在上古时期，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
好于其在春分黄昏的可见性（这一点可由天文计算证明），故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常在秋分拂晓进
行，故《史记·天官书》云：“南极老人……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实际上，老人星之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①，正与“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有关。秋分正当秋收之
际，古人于秋收之后，举行丰收庆典，并以新收获的谷物奉献天地群神和列祖列宗，是为秋尝，即所谓
尝新节。秋尝仪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群神和祖先祈求寿考，《诗经》中的秋尝之诗即可为证。如
《小雅·楚茨》云：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
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又如《小雅·信南山》云：“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鲁颂· 宫》云：“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
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商颂·烈祖》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绥我眉寿，黄耇无
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所述皆为秋尝庆典，而
均以向先祖群神祈求眉寿为主要诉求。秋尝以祈寿，故在秋尝之际，古人会同时举行敬老之礼，《吕
氏春秋·八月纪》云：“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汉代即推行过仲秋养老的习俗，《后汉
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 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
加赐。……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②古人于仲秋之月举行秋尝祈寿和敬长养老之礼，
而老人星恰于此时升起于南极，故此星被顺理成章地作为仲秋之月的标志而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
《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古人确实把祀老人星与养老风俗联系起来。后世的重阳敬老节，就
是从上古秋尝养老习俗演变而来的。

华夏先民观察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传
云：“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鞠为星名，但鞠星究为何星？前人却众说纷纭，先后被
指为鞠星的有虚、臼、天钱、天钩、匏瓜、禄、北落师门、危、室等③，皆属瞎猜，唯清人王筠《夏小正正义》
云：“窃亿鞠星盖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极，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一岁仅再见。”④得其正
解。老人星在一年当中唯于春分之夕、秋分之晓前后的几天内才能见到，一年能见到两次，故曰“岁
再见”。老人星在参星下方（南方），平时很难见到，只有当参星升到正南方最高点时，老人星方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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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后人常将老人星称为寿星，但早期天文学中，寿星并非指老人星，《尔雅·释天》云：“寿星，角、亢也。”《汉书·地理志》云：
“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寿星非星宿之名，而是星次之称。古人将周天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即星纪、玄枵、娵訾、降
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其中寿星之次包括角、亢二宿，在方位上对应于东南辰位。《国语·晋语》云：“岁
在寿星及鹑尾。”寿星与鹑尾分别指角、亢二宿和翼、轸二宿。角、亢二宿本身皆无象征长寿的意味，角、亢之被合称为寿星，亦当跟老
人星一样，与秋尝庆典有关。上古时期，秋分前后，当老人星在拂晓时分出现于南极时，角、亢作为东方苍龙的首二宿，正好升起在东
方的地平线上空，此时正是举行秋尝祈寿庆典的时候，故角、亢所在星次，被命名为寿星之次。

《续汉书》志第五《礼仪中》，《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１２４页。

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１９卷第３期，２０００年。

王筠：《夏小正正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１０页。



随之在正南方崭露头角，《夏小正》云“鞠则见，初昏参中”，即谓当黄昏参星升上正南方（中）之时，鞠
星才出现，其义甚明，鞠星只能是老人星①。《夏小正》中保存了非常古老的天文知识，其书以“夏”为
名，表明古人相信此书源于夏代，可见古人对鞠星观察之久远。

鞠谓老人星，《山海经》亦有力证。《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
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②《大荒经》所载四方风和四方神名，亦见
于殷墟卜辞，可见其渊源之古老。东方之神折丹“处东极”，鞠陵于天之山又名“东极离瞀”，表明鞠陵
于天之山位于正东方，则此山实为春、秋分之日的日出之山。山名“鞠陵于天”，意味深长。陵者，升
也，“陵于天”即升于天，唯日、月、星可升于天，则“鞠”当为星名。鞠陵于天之山为春、秋分的日出之
山，意味着鞠星是在春、秋分之际升起的，可见，“鞠”必指老人星无疑。古人将春、秋分的东方日出之
山命名为“鞠陵于天”，表明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是在秋分拂晓进行的（若在春分黄昏观察，则当称位
于西方的春、秋分日落之山为“鞠陵于天”）。总之，《大荒经》“鞠陵于天”一条表明：（１）鞠即老人星；
（２）古人主要在秋分之晓而非春分之夕观察老人星，说明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春分黄昏；
（３）老人星与四方风名并见于《大荒经》，而四方风名尚见于殷墟卜辞，则借助观察老人星以确定春、
秋分的办法，可能追溯到商代。可见，《大荒经》的记载与《夏小正》的记载遥相呼应。

老人星纬度极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可观察到老人星的时间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
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才从南方地平线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坠入地平线下不复
可见。老人星不容易观察，但与老人星相邻的参宿却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会借助参星以观察老
人星。当参宿升上南中天时，老人星必然会随之升上地平线，因此，每当春昏或秋晓，只要看到参宿
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参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线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谓“正月，
鞠则见，初昏参中”，说的就是老人星和参星同见南方的现象。既然参星与老人星形影不离，以参星
在古人观象授时和宗教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会置参星于不顾，《史记·封禅
书》云“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三杜主”一说颇为费解，前人对此均无解说，区区杜邑一地，
何以竟至于有三处杜主祀？“三”“参”音义俱同，参星共有三星，颇疑此处的“三”字即指参星，《封禅
书》此句当断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经》关于鞠星的记载表明，华夏先民观察和祭祀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神祠
历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灵，故古人虽灭人之国，却不废其祀，秦人祀寿星于杜县，表明杜县寿星
祠必有久远的历史，必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辍的寿星之神，必为唐国遗
民被迫西迁时从东方故土携来。子产称唐人“服事夏、商”，则唐当为一个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国，至周
公东征时始为周所灭，唐人对参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经历夏商，源远流长。

实际上，唐国与参星之间的渊源，《诗经》中即有明证，《唐风》为唐国之诗，其中《绸缪》一篇，即对
参星再三致意：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恋人良宵苦短，依依不舍之际，时间已悄然流逝，抬头看天，三星已从东方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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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认识到“鞠”指老人星，则一直悬而未决的《夏小正》岁首问题也迎刃而解。由于老人星只有在春、秋分的昏、晓可见，《夏小
正》将“鞠则见，初昏参中”置于正月，足见《夏小正》是以春分所在月即后来夏历的仲春之月为岁首的。此外，由于老人星具有其他星
象所不具备的准确的时空定点作用，因此，《夏小正》“鞠则见”的记载，给《夏小正》年代学问题的解决，无疑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本文所引《山海经》及郭璞注，均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本山海经》为据，下文凡引此书，不复出注。



中天，毛传云：“三星，参也。”①该诗不仅可以证明唐人对参星的关注，而且证明唐人确称参宿为
三星②。

《诗经·唐风》为唐国之诗，古人因相信叔虞所封之唐在河东，故认为《唐风》之唐即河东唐国，班
固《汉书·地理志》认为太原郡晋阳县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风》
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
墟，曰唐侯。”今既知周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地，则知《唐风》所采，当皆为鲁地
之诗，而无关乎河东。由此一例，也提醒我们，《诗经》国风十五国，或为周初封国地理，而前人言《诗
经》地理往往据东周、春秋诸侯地理为说，由此可见，传统的《诗经》地理学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这
是题外话，且置之不论。

回到唐祀参星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籍谈说周初分封时，周王赐给唐叔密须之
鼓和大路、阙巩之甲，“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直称唐叔所封之地为“参虚”，可见在周人观
念中，唐国即参星之神所凭依，这意味着唐国当是参星神祀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索隐》云：“寿丘，地名，黄帝
生处。”《集解》引皇甫谧云：“在鲁东门之北。”③则鲁都曲阜有寿丘，此丘以“寿”为名，或与对南极寿翁
老人星的祭祀有关。

据《史记索隐》之说，黄帝生于寿丘，这当是曲阜当地的传说，寿丘当与黄帝崇拜有关。《大戴礼
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五帝德》则说黄帝名轩辕。轩辕之丘，最初出自《山海经》，《大荒
西经》《海外西经》均载有轩辕之丘、轩辕之台，与轩辕之丘相邻又有轩辕之国。《海外西经》云：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
《大荒西经》云：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
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又云：

　　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儛之风。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
吉，不寿者乃八百岁。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两篇所言为同一场景，轩辕之丘即轩辕之台。《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均将轩辕之台与长寿者联系起
来，所谓“不寿者乃八百岁”，说明其台与祈寿之祀有关，则轩辕之台亦即寿丘，轩辕为黄帝之号，可
见，黄帝生于寿丘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大荒经》《海外经》记载的这座轩辕之台就在曲阜附近。前人因见《大荒经》《海外经》所
勾勒的版图四面环海，且记载了众多海外方国、殊方异物，都把其地域范围想象得非常辽远。实际
上，《大荒经》的地域范围不出今山东省版图，其中所记地理景观和方国，很多可在山东古史地理上得
以印证，如北齐之国、河济所入、先槛大逢之山、大人之国、附禺之山、羲和之国、盖犹之山、苍梧之山
等等，其所谓“北海”，即渤海，“东海”和“南海”即黄海，所谓“西海”，即位于鲁西的大野泽。对此，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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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传云：“三星，参也。”郑玄笺云：“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毛、郑之
说不同。笔者在《失落的天书》一书中论及古人大火记时制度时，曾引此诗为证，从《郑笺》之说，以该诗“三星”为心宿。今综合参证，

宜从《毛传》，以三星为参宿。
《诗经·鲁颂·閟宫》云：“三寿作朋，如冈如陵。”毛传：“寿，考也。”“三寿”之义，其说不一，郑玄释为“三卿”，马瑞辰《毛诗传

笺通释》释为“三老”。“三寿”屡见两周金文，如宗周钟铭：“福余顺孙，参寿唯利”，者 钟铭：“于其皇祖皇考，若召公寿，若参寿”，

仲觯铭：“介三寿懿德万年”（金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三
寿”为周代祝嘏祈寿习语。三卿、三老均为官职名，无关乎寿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云：“‘若参寿’者，谓寿比参星。

典籍及它种铭刻作‘三寿’者亦此意，旧未得其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４页）参星本身
并无长寿之义，以参星寓意长寿，意味着古人必以参星与老人星同观，“三寿”“参寿”合指参星与老人星。

《史记》卷一，第３２ ３３页。



文《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范围考》①俱有详论，兹不赘述。《大荒西经》所记场景多在西海之滨，当
为鲁西大野泽周边的地理和方国，上引《大荒西经》关于轩辕之台和轩辕之国的一段记述，即在鲁西，
其证有三：第一，《大荒西经》的记述表明，轩辕之山和轩辕之国与“西海陼”相邻，西海即大野泽，说明
轩辕之山当去大野泽不远；第二，轩辕之国又与“弇州之山”相邻，“弇”“兖”通，“弇州”盖即兖州，《禹
贡》云“济、河惟兖州”，大野泽正在河、济之间，属兖州；第三，轩辕之台与三淖相邻，三淖为“昆吾之所
食”，盖为昆吾之神所栖，《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
此昆吾之虚。”《大戴礼记·帝系》云：“昆吾者，卫氏也。”卫地有昆吾之墟，昆吾为卫氏所出，《吕氏春
秋·有始》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昆吾所食的三淖当在兖州之域。由上所述，足见轩辕之台、
轩辕之国在鲁西河济之间、大野泽周边，而曲阜就在大野泽以东一百余里。总之，《大荒西经》轩辕之
国“不寿者八百岁”的记述与曲阜寿丘相互印证，说明上古曲阜所在的鲁西一带是寿星崇拜的中心所
在，这为鲁地为参星之墟、唐国故地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进而证明叔虞所封的唐即鲁西之唐。

综上所述，唐杜氏与老人星、参星之祀的渊源，证明唐杜氏与子产所讲传说中“主参”的唐国有着
相同的宗教传统，叔虞所封的唐或“参虚”即唐杜氏在鲁地的故墟，老人星、参星崇拜当是唐这个东方
古国世代相传的古老风俗，这再一次让我们回到了子产讲述的“参商不相见”的故事。

四、鲁西大夏

子产为晋侯讲述唐人主参、居于大夏的掌故，旨在说明晋国初祖叔虞封唐、称唐叔的来历，前人
均据此认为大夏在河东，并因而断定夏墟在河东。《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服虔注云：“大
夏在汾、浍之间。”（《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杜预注云：“大夏，今晋阳县。”说虽不同，却均以大夏为河
东之地。实际上，这个故事恰恰证明，晋祖唐叔所封的唐国、唐国所因的大夏，不可能去商丘太远，因
此不可能在晋地，而只能在东方。在天文学内涵之外，这一传说的还蕴含了明确的地理学讯息。

传说故事最初唯凭口耳相传，大多与本乡本土的地理、风俗、地名等有关，因此，传说中的地理知
识所能涵盖的空间广度大都是十分有限的，不会超出本乡本土及其周边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出现在
同一个传说中的地名，必定相去不远。子产讲述的故事中，提到“商丘”和“大夏”两个地名，大夏与商
丘肯定不会相距太远，也就是说，大夏之所在，只能求之于商丘附近、鲁豫之间，而不当求诸千里之外
的山西。

子产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祝佗称叔虞“封于夏虚”，两说相关而有
别。唐人“服事夏、商”，说明唐是一个历经夏、商一直存在的古国，它与夏王朝并存，则其所因的大
夏，不可能是夏墟，至周初叔虞封唐之时，则夏亡已久，由于唐人原本与夏人毗邻而居，且系夏之属
国，故周人径称其地为“夏虚”。是知“夏虚”与“大夏”，其地虽同，其义则别，“大夏”盖为地域之称，
“夏虚”则为都邑之名，夏王朝之称“夏”，当因其都于大夏之地。夏墟在鲁西，则“大夏”其地必在
鲁西。

实际上，其他文献中记载，也可以证明“大夏”就在鲁西。“大夏”作为地名，除《左传》外，数见战
国秦汉之书，今按其年代先后，列举如下：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封禅》，
《史记·齐太公世家》、《封禅书》同，《国语·齐语》作“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
流沙、西吴”）。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而吹之以为
黄钟之宫。（《吕氏春秋·古乐》）

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吕氏春秋·本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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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宗迪：《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范围考》，《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吕氏春秋·为欲》）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

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
（《淮南子·墬形训》）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淮南子·汜论
训》）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史记·秦始皇本纪》

琅邪刻石）

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史记·秦始皇本
纪》，《李斯列传》略同）①

《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史记》诸书将大夏与三危、扶木、雕题、交趾、流沙、幽都、狗国、人身
鸟面、焦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异域荒远之地，其实，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经》。

古人不了解《大荒经》的地域范围，因见《大荒经》屡言海外大荒，博载殊方异类，误以《大荒经》为异域
职方志，因此赋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论意义，用以想象和标示非我族类的四方异域。实际上，《大荒经》

世界观与山东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东省周边。诸书将“大夏”与出自《大荒经》的四
裔地名并列，意味着“大夏”当与《大荒经》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地理学传统，则大夏其地亦当由
山东周边求之。诸书或以“大夏”为北裔之地（《吕氏春秋·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为西裔之
地（《新书·修政语》），而《淮南子·墬形训》则谓西北方曰“大夏”，则大夏当为绵延于山东西北方的
一片广大地域。

《吕氏春秋·古乐》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高诱注云：“阮隃，山名。”“阮隃”不见
他书，《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均有类似记载，但“阮隃”均作“昆仑”，另外，《左
传》成公九年正义、《世说新语·德行》引《吕氏春秋》，亦均作“昆仑”②，可见今本《吕氏春秋》“阮隃”当
为“昆侖”之讹。据此，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当作“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

昆仑之所在，是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或以为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皆
以其为某座中国西部大山，实际上，昆仑最早出自《山海经》，由《山海经》不难定其所在。《西山经》

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
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所言为同一神山。

如上所述，《大荒经》版图实与今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山经》所述即为鲁西大
野泽周边山川与方国。这座被视为帝之下都、众神所在的鲁西神山，只能是泰山③。《山海经》中，昆
仑为“帝之下都”，实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仑既然就是泰山，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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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夏”的地名也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此
“大夏”显然是西域大夏，当为汉人注语窜入正文。另外，《逸周书·王会解》述四裔贡物，有“大夏兹白牛”，其下“伊尹四方令”云：“正北
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大夏”亦当指西域大夏，与古书“大夏”无关，故皆不录。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１９８６年，第６４３页。

古人之所以纷纷将昆仑视为西方之山，原因仍在误读《山海经》。昆仑见于《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可见其为中国
西方之山，《山海经》称“河出昆仑”，可见昆仑必在黄河源头，又称昆仑在“流沙之滨”，可见其必在西部沙漠之外。殊不知《山海经》的
地域原本不到中国西部，《山海经》屡言某水出自某山，也并非说某山为某水源头，而是说某山为某水所流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已
指出这一点），《山海经》屡言流沙，并非指沙漠，而是指黄河泛滥所成沙洲。《禹贡》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支、渠搜，

西戎即叙。”即据《山海经》而置昆仑于西部雍州。汉武帝据张骞的西域报告，将塔里木河所出的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则是误将塔里木
河认作黄河上游，故将其源出之山定为昆仑。关于《山海经》昆仑与泰山的关系，参见拙文《昆仑何在？〈山海经〉昆仑地理考》，《民俗
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载二世引韩非子说，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
海”，谓大禹开辟龙门，疏通大夏，将积水排泄至大海，大夏为龙门上游的积水之域。那么，龙门何在？
“龙门”又见《禹贡》“导河章”，前人皆指为西河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之间的黄河
禹门口。其实，黄河在西河龙门上下，行于两山夹峙之间，山高谷深，水流端急，周围地形沟壑纵横，

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会有泛滥之患。明乎此，则知禹凿龙门的传说必不会发生于西河，

最初的龙门必不在西河。

禹凿龙门以泄洪水之说，最早见于《墨子》，其《兼爱中》篇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
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
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①

墨子提到“西河”和“冀州”，学者均以为“西河”即晋陕之河，“冀州”即《禹贡》北方冀州，因此以为墨子
所述禹治水的范围及于《禹贡》雍州、冀州之域。就地理形势而言，晋陕间的西河，山高谷深，实非洪
水泛滥之地。墨子为宋人，其所谓东、西、南、北，当据宋国所在而言，其所谓“西河”，当仅指商丘以西
之河，而非指山陕间黄河，其所谓“冀州”，亦不必是《禹贡》的北方冀州，而可能仅指宋的北方。此可
由墨子所言四方之水知之。

“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渠水盖即《水经》渠水，又名鸿沟、蒗荡渠，《水经·渠沙水》

云：“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南入于淮。”郦道元注云：“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径荥泽
北，东南分济。”②渠水与济水一样，皆为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支流，渠水由荥阳东南流，沿途分出汴
水、睢水、蔡水等支流，均东南流汇入淮水。皇水盖即黄水，《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东南径厘城
东，……右合黄水，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南流，……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
……一水东北流，……北流注于济水。”③可见黄水亦出自荥泽。荥泽为黄河决溢在河南形成的泽薮，

渠、皇之水皆出自荥泽，实质上皆为黄河决口而成之泛流，墨子所谓“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
水”，其意盖谓渠、孙、皇三水同出自西河的渔窦，以泄洪水，“渔窦”当即荥泽与黄河相通的河口。然
则，墨子所谓“西河”，实谓郑州、开封一带的河段，郑州、开封之河，相对于宋，固可称为西河，则墨子
所言大禹治水的西境实在豫东一带。

“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孟诸为东方泽名，当即《禹贡》豫州的“孟
猪”，《禹贡》云：“导菏泽，被孟猪。”据《禹贡》的记载，不难推见孟诸之所在，孟猪为菏泽所被，而菏泽
为济水南支所经，则孟猪必在济水南支下游，故《淮南子·墬形训》云：“孟诸在沛。”汉代沛县正在济
水入泗之处，孟诸当即济水与泗水交汇而成的薮泽，今其地则有微山湖，正位于宋都商丘的东方，则
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东境实为鲁西一带。

由上所述，可知墨子言治水地理，实以宋地为中心，则其所言北方诸水和地名，亦当在宋境以北
求之。

“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防、

原、泒三水不见载记，但春秋时，宋、鲁之间有防地，《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
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预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汉昌邑县在今金乡县西北，《墨子》防水
或即流经此防地之水。金乡县在宋都商丘东北，故墨子谓“北为防”；呼池当即滹沱，为河北平原之
水，历史上曾为黄河下游支流之一；“底柱”在呼池之下，必非今三门峡的河中底柱，而当为黄河下游
地名；燕、代、胡、貉皆为东北方之地，凿龙门以利燕、代、胡、貉，则龙门必在黄河下游北流河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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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６８ ６９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５２５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七，第１９５页。



子》不归龙门于西方，而归之北方，可见其所谓“龙门”必不在晋陕之间的西河，其所谓“西河”亦必非
晋陕之间的西河。

大禹凿以泄洪的龙门，在黄河下游，《淮南子》亦可为证，其《时则训》云：“龙门、河、济相贯，以息
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河、济为水名，龙门为河水所经，所谓“龙门、河、济相贯”，其义谓河、济经
龙门而贯通，则龙门不可能在与济水遥不相涉的黄河上、中游，而只能在与济水会通的黄河下游，据
此实不难考见龙门之所在。

《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在茌平县东经四渎津与济水相通：

　　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济水受
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①

北魏时，黄河经茌平县（今茌平县东）东而北流，济水则在黄河以东不远北流，四渎津是一条在今茌
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经由这一水道，河通济，济通泗，泗通淮，淮通江，因此成为古代中原
水路交通的枢纽，故谓之四渎津。

茌平黄河以东不远即为济水，其地古有石门。《水经·济水注》云：“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
之门也。《春秋》隐公五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偾济。’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门，齐地。’今济北
卢县故城（在今东阿县西北）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②这座位于
今济南长清区西南的石门，在春秋时就已存在，其始建则不知在何时。石门为济水上的水门，与位于
茌平、长清之间的四渎口相去甚近，当即上古时期沟通黄河与济水的渎口所在，亦即四渎口的故址，
由于黄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时，四渎口已北移，但石门故址犹存。

茌平、长清间这条沟通河、济的渠道除有运河功能外，应当还有分洪功能。河、济之间为兖州，兖
州西为大河，东为泰山，黄河一旦决口，东为泰山所阻，排泄不畅，兖州之域即成泛滥之区，兖州自古
多水患，正缘于此。长清石门作为沟通河、济的渠道，正可在黄河洪水时分流济水，借此减轻洪水对
黄河的压力。明乎此，则知传说中“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的龙门非此石门莫属，而禹辟龙门以
泄洪水的传说，也只能产生于这一地理背景，石门以上、河济之间、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积之区，即《禹
贡》兖州之地，当即所谓“大夏”。

黄河由西而来，至东阿、茌平一带遇到泰山阻挡不得不折而北流，济水则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
河、济二水在茌平、长清间相去最近，沟通最易。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不管是洪水冲决，
还是人工开凿，其为禹辟龙门传说的诞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
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山海经·北山经》郭璞注引）《吕
氏春秋·爱类》亦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
皆灭之，名曰鸿水。”在上古洪水传说中，龙门之外，吕梁为另一个妨碍黄河洪水排泄的关口。

世人皆以吕梁为山西吕梁山，其与西河龙门同出于附会，不言自明。《庄子·达生》云：“孔子观
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孔子一生足迹未曾及于西河，其所谓吕
梁，必非山西河东之吕梁山。《水经·泗水注》谓彭城吕县“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悬
涛漰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③。以为即
孔子所谓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区东南五十里，今为徐州吕梁风景区，正为夺泗入淮的黄河古道所经
过。郦道元既知泗水上有吕梁，即孔子所观的吕梁，却又于《河水注》以河东离石县吕梁山为大禹治
水之吕梁④，明显是为了迎合《禹贡》龙门而不得不首鼠两端。

了解了龙门、吕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鲁西平原地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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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五，第１４３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八，第２０８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五，第６０２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第８２页。



下游，其东则为泰山，豫东河道一旦决溢，鲁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东流无路，只能由鲁中南丘陵
的南北两翼排泄，龙门与吕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济之间，一在徐州东南泗水之上，正为鲁西洪水排
泄所必经，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导龙门、南辟吕梁，方能导水入海。《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所述大
禹凿龙门、辟吕梁之说，皆以龙门、吕梁为治水之要害，当即以此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当犹知此意。
相传既久，后世之人则早已不知龙门、吕梁之真实所在，故《禹贡》置之于西河，而龙门、吕梁之所在以
及大禹治水之真义遂不复可闻。

古史传说犹如现今的地方传说，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流传，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因此，传
说中的人物和事迹尽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却往往有着真实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大禹治水传说只
能流传于洪水泛滥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诸洪水泛滥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为洪水传
说中位于龙门以上的黄河洪水潴积之区，只能是指鲁西北泰山西麓、河济之间及其周边易遭黄河洪
水泛滥波及的古兖州之域。这一带相对于山东地区，在西北边缘，故在东方人的宇宙观中“大夏”被
视之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荡，大泽广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墬形训》谓之西北方
“大夏”曰“海泽”；其地为河、济水路交通枢纽，经济水入河可通中原，经泗水南下可入江、淮，来自齐
地的海盐经此可以运往天下四方，故《吕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盐”①。

最后再来看《管子·封禅》所说的“大夏”，《管子》书借齐桓公之口自言其征伐所至，西征大夏、流
沙，《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封禅书》所说与《管子》同，《齐太公世家》《正义》云：“大夏，并州晋阳是
也。”②以晋阳为大夏所在，其说本自《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杜预注，无非都是因先有唐在河
东的成见而臆断。实际上，《管子·封禅》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将“大夏”与“流沙”并举，正
足以证明大夏不在河东，而在鲁西。秦汉以后的学者，见古书所谓“流沙”，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垂的
流沙大漠，西垂大漠肯定非齐桓公车辙马迹所能及。“流沙”屡见于《山海经》，不仅见于西方，亦频见
于北方、南方、东方，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③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之流沙不应视为西方沙
漠，实为海畔河滨常见的沙洲。沙随水流，故谓之“流沙”。鲁西豫东平原，常为黄河泛滥所波及，其
地自古多流沙，至今在鲁西北黄河故道还有流沙地貌遗迹，齐桓公西征所涉的“流沙”，当即指鲁西北
平原因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河。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流沙既在鲁西，则大夏所在，从可知也。

由上所述，可知“大夏”之“夏”，本义当指薮泽沮洳之地，《禹贡》云：“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
既泽，灉、沮会同。”“雷夏”又名雷泽，可见，“夏”有泽义，则“大夏”或即指大泽。所谓大夏，其本义或
指鲁西豫东之间因常遭洪水泛滥而薮泽广布、原隰沮洳的古兖州地区。夏之名“夏”，盖因其地处
大夏。

总之，泰山西麓、河济之间的古兖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
之所都亦必为夏的故墟，诚如王国维所说，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以夏墟肯定不会在
与殷墟遥不相及的河东，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子产不愧“博物君子”之称，所讲的参、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过，他虽然讲述了一
个蕴含着古老历史记忆的传说，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晋地，因此错误地把这个传说安
插到了晋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学者皆深信夏墟在河东，从而给后来的历史认知造成巨大的麻烦。其
余波所及，尤其是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放大，竟至于从根本上误导了现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
发掘。

现既知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则夏墟考古就应该将目光转向鲁西地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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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大荒经》所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版图，《海内经》为《大荒经》一篇，所述为大荒版图西南方地理和方国，相当于
鲁西南。《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盐长之国。”此位于鲁西南的盐长之国，当是一
个控制济、泗水道上食盐贸易的方国。

《史记》卷三二，第１４９１页。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５ ２６６页。



中的夏代，在年代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鲁西的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发现了多处
龙山时期的古城遗址①和众多大汶口、龙山、岳石、殷商时期为避洪水而筑造的丘居遗址②，考古学界
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吕氏春秋·君守》云“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云鲧
“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③）《山海经·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

云：“鲧堙洪水。”鲧为夏祖，鲧筑城、堙洪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源于夏人居于鲁西河、济之间垒土筑
城、避水而居的历史记忆。

五、怀姓九宗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追述鲁、卫、唐之封，不仅说明了伯禽、康叔、唐叔所封之地，而且还说明了

三人所镇抚的族群，伯禽为“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康叔为“殷民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为“怀姓九宗”。伯禽所封为商奄故地，康叔所封为
殷墟，故其地所居之族皆为“殷民”。“怀姓九宗”，“怀”“隗”音通，《国语·周语》云：“狄，隗姓也。”王
国维认为隗姓即鬼方，鬼方即戎狄之族④。《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大夫籍谈对周王云：“晋居深山，戎
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可见晋地确多戎狄之族。王国维认为唐叔所受“怀姓
九宗”，即西周时居于晋西北的戎狄之族，若果如此，则唐叔所封自当在晋地。

鬼方为殷商时入侵中国的异族，《周易》《诗经》已见记载。《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经·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殷墟卜辞、周代金文亦有征伐鬼方的记载⑤，可见鬼方为殷、周时期一直
与华夏为敌的异族。至鬼方之所在，则众说不一，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以音韵学证鬼方、昆
夷、 狁为一族之异名，并认为鬼方分布于中国西北。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⑥据《礼记》等书纣脯
鬼侯，《史记·殷本纪》等作“九侯”，“鬼”“九”通，认为鬼方即《左传》九州之戎，亦即居住于洛阳附近
的陆浑戎，其势力范围则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太室，西至荆山、终南。王玉哲《鬼方考》⑦则
认为鬼方与 狁为二族，在岐周以西者为 狁，鬼方则指进据中国之戎狄，春秋时与晋国屡有交涉的
媿姓之狄亦即隗国，即鬼方之后，其地在晋南。实际上，自商至西周以迄春秋，戎狄民族横行诸夏之
间而不恒厥居，故鬼方之所在亦不必拘泥于一地，唯鬼方之为戎狄民族，则可断定。

其实，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鲁北地区就有鬼方或隗姓之族居住。《大荒北经》云：“有人一
目，当面中生一目，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⑧王国维认为，“威”“畏”“鬼”皆一字之变，金文“ ”即
“鬼”字，因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 ”字变而从“女”作“威”，虢叔钟“鬼”即作“威”⑨。

然则，《大荒北经》谓一目国威姓，即等于说一目国为鬼姓，亦即鬼方。《海内北经》云：“鬼国在贰负之
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殷墟卜辞皆以“方”称国，“鬼国”就是鬼方，鬼国的形象“人面而一目”，其实
就是一目国。古人将鬼方想象为“一目国”，大概正如古希腊人将野蛮人想象为独目巨人，旨在形容

９６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张启龙：《从鲁西南堌堆遗址看古薮泽地望》，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化科学报告月文集》，济南：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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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文《小盂鼎》记盂伐鬼方献俘受赐之事，《梁伯戈》记鬼方蛮，见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王玉哲：《鬼方考补正》辑录
数条涉及鬼方的甲骨卜辞，见《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４ 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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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面而居”，可知“一曰”当为“一目”之讹。

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观堂集林》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５８９页。



野蛮民族的凶猛强悍，令人惊怖。
《大荒经》所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省版图，《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方国和景观皆在鲁北，鬼

国在《大荒北经》《海内北经》中均处于西北隅，表明鬼方实居于鲁西北。

前人不明《山海经》版图范围仅限于齐鲁之域，见《大荒北经》《海内北经》记载有鬼国、戎狄、犬
戎，又因后世戎狄之患多见于西北秦、晋边陲，故认为《山海经》西北隅已远及于西北边陲。实则，据
《春秋》《左传》记载，春秋时，戎、狄横行齐、鲁、宋、卫之间，邢、卫因为戎、狄入侵而不得不迁都，即使
国力强盛如齐国，亦数度遭受戎、狄的侵犯。可见，直到春秋之世，鲁西北尚为戎狄所盘踞。《山海
经》所记载的居于西北海外的鬼国和一目国，即鲁西北的戎狄之族，不必远求之于中国西北。

春秋早期，齐、鲁、宋、卫之间常有戎人出没，《春秋》隐公二年：“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

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桓公二年：“公
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潜在今
济宁市西南，唐即在今鱼台的棠邑，曹在今定陶，楚丘即在曹附近，这几个地方均在鲁西，其中，鲁公
与戎人盟会的唐，当即唐叔所封之唐，可见，周初唐叔所封之地正属于戎狄出没之域，其所分之民“怀
姓九宗”即居住于鲁西的戎族，怀姓亦即隗姓。

鲁西为隗姓所居，可由《大戴礼记·帝系》篇的记载得以佐证：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
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
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
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
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

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
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此文所述黄帝及其子孙所居之地，均在鲁、豫之域，且大都见于《大荒经》：

１．黄帝居轩辕之丘：如上所述，轩辕之丘又见《大荒西经》，其地在鲁西大野泽畔。

２．青阳居泜水：青阳即少皞，少皞之后郯国、莒国皆居于沂水流域。秦为嬴姓，亦为少皞之后，秦
祖曰大费，当因居于费而得名，费即今费县，亦在沂水流域。泜水当即沂水①。

３．昌意居若水：《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流沙
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
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盖即《帝系》所本。《海内经》为《大荒经》

的一部分，其中场景多在“西南海”“南海”，所述为大荒世界西南隅景观，在地域上相当于鲁西南。

４．昌意娶于蜀山氏女生颛顼：《海内经》谓颛顼之母为淖子，郭璞注引《世本》云：“颛顼母，濁山氏
之子。”郝懿行云：“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②蜀山氏盖以地为氏，其地曰蜀，亦
作濁、淖。《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三淖”为三个蝉联相通
的沼泽。三淖载于《大荒西经》，其地当在鲁西。颛顼之母淖子，当即因居于三淖而得名。颛顼之母
又名蜀山氏，《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蜀为鲁邑，《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三济宁州汶
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今其地为独山湖，与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通而统称为南四湖，颛顼
的母族蜀山氏当即居于今微山湖一带，三淖当为今南四湖在上古时期的前身。

５．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当即春秋时滕国所封，在今南四湖东岸，今其地有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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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青阳居泜水，《史记·五帝本纪》作“江水”，古之“江水”正指沂水，而非今之长江，说见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
称》，《文史》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１ ９０页。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３７９页。



总之，颛顼一支除青阳居于鲁东南外，其他均居于鲁西大野、泗水之滨。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
回，吴回生陆终，陆终亦当居于鲁西。陆终氏娶鬼方氏生六子，即昆吾，卫氏所出；参胡，韩氏所出；彭
祖，彭氏所出；云郐人，郑氏所出；曹姓，邾氏所出；季连，楚氏所出。这几个氏族，卫氏盖即后来卫国
所封，其地在豫东河济之间；彭祖即彭国之祖，都彭城，即今徐州；邾氏盖即邾国，在今邹县，可见。颛
顼一族发祥地，其地不出鲁西、豫东、苏北一带①。

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与陆终为姻，其地当相邻，则鬼方氏居地必在鲁西及其周边。陆终所娶鬼
方氏之妹名叫女隤氏，“隤”“隗”音近，女隤氏盖即隗姓，亦即威姓、怀姓。总之，《帝系》的记载表明，
上古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确有隗姓的鬼方一族居住。

《春秋》《左传》的记载表明，直到春秋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犹有隗姓的狄人。
晋国骊姬之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奔在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

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狄人伐廧咎如虏其二女叔隗、季隗，则廧咎如为隗姓之族。那么，廧咎如居地
在何处呢？这可由重耳出奔路线推断。重耳由狄适卫，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后。据《春秋》《左传》
记载，鲁闵公二年（前６６０）狄伐卫，卫迁于曹地楚丘，鲁僖公三十一年（前６２９），狄再侵卫，卫迁于濮
阳帝丘，则鲁僖公二十四年（前６３６），卫当居于曹，即今山东定陶附近。公子重耳由狄过卫而赴齐，则
其所居之狄当在定陶以西，即鲁西、豫东之间，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正为狄人横行之域，《左传》隐公七
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在曹，可见春秋时今定陶一带确有戎狄出没，隗姓
的廧咎如一族狄人所居当在附近，这说明，直到重耳奔齐的鲁僖公二十四年，鲁西豫东之间仍有隗姓
狄族居住。

实际上，直到鲁宣、成公之际，隗姓的廧咎如一族还居于卫地。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

５９４），“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前５９３），“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鲁成公三年（前５８８），“晋郄
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至此，春秋以来肆虐中原齐、晋、宋、卫之间的赤
狄一族终被肃清。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鲁闵公二年，前６６０），赤翟王留吁起师伐
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知鲁宣公十六年晋人所灭的赤狄留吁即鲁闵公二年入卫
之狄。廧咎如为赤狄的残部，鲁成公三年被晋郄克、卫孙良夫联军所灭。此前的鲁成公二年六月，晋
郄克、卫孙良夫刚帅晋、卫、鲁、曹诸国联军伐齐，战于鞌（在今济南），大败齐人。据此可以推断，成公
三年晋郄克、卫孙良夫讨伐廧咎如之战，当在卫地附近，即在鲁西豫东一带。廧咎如所居，前人或以
为在今山西太原市一带，或以为在今河南安阳市附近，都未免求之太北②。晋、卫联军灭廧咎如之前，
已于鲁宣公十五年和十六年先后灭掉赤狄潞氏、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廧咎如是赤狄一族最后的残余，
其兵力当不至于太强大，若其地在晋国附近的太原或安阳，以当时晋国军队之所向披靡，欲剿灭之实
无需假于外援（前此灭潞氏、甲氏和留吁之战，都是晋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此战之所以有卫国军队参
加，正可见廧咎如去卫国不远，久为卫国之患，故晋、卫联军乘伐齐之战的余勇而一举肃清之。

综上所述，可见从商周之际直到春秋中期，鲁西豫东一带有隗姓的狄人居住，唐叔所分的“怀姓
九宗”盖即其九个部落，故唐叔分有“怀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唐叔封于晋地，反倒可为唐叔封于鲁
西之一证。

１７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①

②

《国语·郑语》史伯为郑桓公言祝融八姓，“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

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
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祝融即陆终，比较《郑语》祝融八姓与《帝系》陆终六子，己姓昆吾，即《帝系》昆吾卫氏；彭
姓彭祖，即《帝系》彭祖彭氏；妘姓有郐，即《帝系》云郐人郑氏；曹姓邹莒，即《帝系》曹姓邾氏；芈姓楚国，即《帝系》季连楚氏，《帝系》六
子之中，唯“参胡者，韩氏”在祝融八姓中无从着落。两说大同而小异，足见其渊源有自而传闻异辞。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０５页。



结　语

寻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问题，也是考古学的热点问题。要寻找夏墟，必须以古书中关于夏
墟的记载为依据。《左传》定公四年叔虞“封于夏虚”之说，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一次关于夏墟的明确记
载，这一记载又有同书关于叔虞封于唐国、居于大夏的记载相印证，故素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为晋
祖，而晋居河东，因叔虞封于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东，可谓顺理成章，故汉晋间学者即据此而断定尧、
舜、禹之都皆在河东，河东夏墟之说因此著为定论，难以动摇。现代学者尽管不再像古人那样轻信古
书，对古书中所载上古史迹不加辨析、照单全收，但对于河东夏墟之说却深信不疑，古史学者据其论
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学者据其求夏都之遗址，李济在１９２０年代发起夏墟调查，即从晋南开始。

本文的研究表明，河东夏墟之说，尽管渊源有自、世所公认，久已被学界视为定论，却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误解。《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叔虞于夏墟的记载，确实保存了周人关于夏墟、唐国和周初封国
历史的真实记忆，子产所述商居商丘主辰星、唐居大夏主参星的传说，尤其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记忆。但是，前人疏于考证，不了解叔虞一族先封于鲁西（唐国）后迁往晋南的历史，想当然地认为叔
虞所封之地就是晋国后来所居的河东，因此断定叔虞所封的唐国、夏墟即在河东。随着唐国、夏墟以
及叔虞初封被从鲁西误置于河东，很多与之相关的古史人物、地理和事迹也被先后安插到了河东。
于是，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尧、舜、禹禅让的历史都是发生在山西，甚至连只能发生
于黄河下游的洪水传说也被搬到了山西，禹为宣泄洪水而凿的龙门、辟的吕梁、通的大夏、疏的底柱，
都一一被安置到了山西周边的黄河，而全不管山西黄河根本就没有发生洪水传说的地理条件，与此
同时，这些历史掌故中所蕴含的古老而真实的历史记忆则遭到了埋没。

古史悠远，史事浩瀚，上古历史原本主要靠口耳流传，得以著于文字、载于简帛、传诸历史记忆的
史迹仅是沧海一粟，这些古彩斑斓的古史碎片因为缺乏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依托，被裹挟于时间
的洪流中随波逐浪，中间不知辗转经过多少人的口与手，叠经转述、阐释、剪裁甚至改窜，才流传至
今。我们看到的古史传说和古书记载，已非其最初的模样。即使文字保持原样，后世之人也不可避
免地带着历史造成的成见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字，有意和无意的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一个地名的误
解，可能导致对历史空间的全盘误置，从而使全部古史重建工作都误入歧途。正是有鉴于此，顾颉刚
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主张为了重建古史，首先需要辨析史料，只有将古往今来附加于古书史料上
的误解谬说清洗干净，还古书史料以本来面目，才有可能在可靠的基础上重建古史，也才可能为科学
考古学提供可靠的线索。

对于辨析古书、重建古史，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理论性的思想原则。比如说，针对中国
疆域叠经变迁，而古代学者因为缺乏历史地理学眼光，据后世大一统的中国地理想象上古方国地域，
从而造成对古史地理和古书地名的误解，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地理自古一统的观念，并主办《禹贡》
杂志，亲自讲求古史地理学；针对古史传说原本多凭口耳相传，即使著于简帛以后仍不可避免地会因
为因时因地而变改，顾颉刚先生提出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并亲自搜集、研究孟姜女故事，试图通
过这一研究，揭示传说故事发生、流传、播迁、演变的机制，作为辨析古书史料、清除层累造成的伪史
说之镜鉴。本文对河东夏墟之说来龙去脉的考辨表明，河东夏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古史说，正
是因为历代学者忽视古史地理的变迁和古史记载的传说特征而层累造成的古史说，最初仅仅是一个
地名的误解而导致“夏墟”的误置，随后却像滚雪球一般，错误的古史认识越滚越大，直到现在，连考
古学也被裹挟进去，古史层累造成的进程仍在继续。

只要人，包括历史学者，还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历史被层
累造成的进程就不会自动终止，历史学就不可能走出疑古时代。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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